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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惠安沿海渔业民主改革研究
陈辰立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摆在中共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稳定秩序和恢复生产。东
南沿海渔区面临着内部社会关系复杂和外部敌对势力骚扰的双重困境，中共通过渔业民主改革的方式不
仅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的剥削压迫问题，建立起崭新的民主政治，更是通过合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恢复由
战火破坏的渔业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很好地将国家权力深入到沿海地方。福建惠安沿海渔区是对
这一段历史记忆展开的实证讨论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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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共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可谓此起彼伏，其目的在于消灭潜在的残余
军事敌人、民间反动势力以及旧国家的地方代理人，并在此基础上，顺利地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地方
基层社会。“从国家角度看，地方社会的强大，产生的是一个同国家争夺收入来源和控制权力的讨
厌竞争者”①，因此，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在掌握政权之初，都致力于将“控制或根除中间掮客”视
为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但“国家”的统治机制往往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相较于内陆地区，包
括海岸带在内的海洋空间，由于其边缘性和流动性的特质，历史上国家力量曾长期难以进入。中共
在接管政权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把国家的权力深入到这些从前统治力量薄弱
的区域，同时这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共着力推进各区域民主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目前学界对于
建国以来沿海地方政府“渔业民主改革”的研究较为薄弱，相关记载散见于当地渔业志②、水产志③
以及地方党史④等文本资料中，专题性、深入性的讨论相对较少。笔者拟以惠安沿海为中心，通过梳
理中央文件、地方档案，以期展现“海洋渔业民主改革”的动态过程与实际效果，从而为理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逐步经略地方海洋事业的历史记忆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撑。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闽南沿海渔业民主改革的特点
明清以来，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便一直存在:“漳州府之龙溪、海澄、漳浦、平和、诏安
五县，及泉州府属之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四县，土壤瘠薄，堪种禾稻者，仅十之四五，其余多为沙
碛，只堪种杂粮，即使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⑤。而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渔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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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则进一步证实了在生计窘迫的闽南沿海地区海洋渔业生产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大岞村)自成
立一个行政乡，全乡 937 户 4060 人(男 1924，女 2136)……耕地总数 543． 63 亩(全农地) ，地质不好，
每户平均占有 0． 57 亩，每人平均占有 0． 133 亩，最多户占有 4 亩，最少几厘，135 户分厘没有，该地有
句俗语‘田在海里’…劳动青年 700 人，半劳动(老小)252 人，当船工 386 人，其他多数参加(渔业)生
产”①。相距 3华里的崇武地区的情况也基本相近:“地多沙质，土不肥沃，居民从事耕稼不足维持生
活，因而任其荒芜为草原，以供烧柴，故大部居民生活均向海中发展，以鱼(渔)为生”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摆在中共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稳定秩序和恢复生产。受日
寇长期摧残掠夺和国民党军队败亡大陆之际大量劫走并破坏渔船、抢劫渔业物资、封锁海岸、捕杀
渔民等因素的影响，1949 年中共对包括闽南渔区在内的全国渔业生产规定了 63． 6 万吨的最低任务
指标，较之抗战前(1936 年)的 150 万吨(沿海与内陆总和)③亦有着不小的差距，可见长达 13 年
(1937 ～ 1949)的战火对于全国整个渔业经济的伤害。当然，阻碍渔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桎梏除了
基本生产要素以外，还有传统社会的渔业生产关系。
由渔霸控制下的渔行(栈)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个渔区，他们利用收取渔获量 3% ～ 5%的非合
理“外佣(仲)”费用，以及“强买八八扣、七五折”、“公用费”、“栈力费”、“下船费”、“跳舱”、“过
卤”、“福禄捐”(流氓用)等名目繁多的勒索条款④，对普通渔民进行剥削。由于渔霸长期与地方势
力相互勾结，控制着生产交换过程中的诸多核心环节，渔民们难以彻底摆脱其压迫。这不仅损害到
了基层渔民们的切身利益，令其自主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了挡在
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障碍，即孔飞力所谓的“中间掮客”，令国家权力难以进入到沿海地方社会的
基层。同时，对于新生的中共政权而言，由渔霸以及地方势力长期控制下的渔区，在历史上已经形
成一套独立的社会经济模式，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潜在威胁，亦与中共革命的基本理念相左，因此
对于沿海地区渔业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闽南沿海地区与台湾仅一水之遥，特殊的地理位置增加了该地区民主改革的迫切性
与必要性。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闽南地区有不少的顽固地主、封建恶霸与反革命匪特伪装身份，
潜伏于水上民船和渔民之间，利用此时某些渔民的不满情绪进行活动⑤，试图引发混乱，进而颠覆中
共在地方上的政权。此外，败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一再进行小规模的侵扰，令海上作业难以正常
开展。据惠安报告:“今年(1952)春季渔汛初期，海匪即向渔民勒索‘票费’，一次出海须缴两担至
四、五担大米，部分渔民被匪杀害。(1951 年)九月十三日，由美蒋直接训练的海匪，从三区小岞登
陆，进行骚扰”⑥。这导致闽南惠安地区渔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迫于无奈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另
谋生路。“从五月底至六月底，据不完全统计，被敌船烧毁船只达 13 条(惠安有三条) ，海匪抓去七
条，绑架三条，一般渔民因缺乏组织，为了生产都与海匪妥协，我们在处理这类问题也感到压力。只
抓生救会，尽量鼓励渔民想出路，跑浙江、跑汕头”⑦。
综上所述，闽南惠安沿海位置特殊，且渔业生产在地方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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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权在进入该地区之后，通过渔业民主改革，调整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利用政治动员和群众大会的方式，消灭以“渔霸”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
力;其二，调整与引导传统的生产关系，确保渔民获得切身利益，真正翻身做主，从而将渔业民主革
命落到实处。
二、渔区“诉苦会”的开展
惠安沿海渔业民主改革初期，中共惠安县委首先对渔区外围“把持渡船”的势力进行了斗争。
崇武水头地区，近海以及内河的渡船航运业，自民国以来便由本地“大生帮”所独包控制，由此运往
泉州府城以及下属县区的渔获物，都必须经过他们的渡船之手。当年度的调查工作报告指出，“这
些封建流氓分子，专门跑衙门坐取抽头，生活十分腐败，同时对渔民的利益造成不小的损害”①。在
推进民主改革运动之后，中共随即提出“减轻压迫、刻苦耐劳、替渔民争利益”的口号，迅速瓦解了原
有的渡船组织，严厉打击以张目红等为代表的帮会头子，并吸收原有依靠渡船生活的纯正穷苦渔
民，组建由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渡船货运机构，从而提高了“推进社”的地位，增强了渔民们的信心。
同时这也是对中共中央《全国各地海员工会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反对‘黄牛’船行、封建把头、会道
门、帮派的反动头子们互相勾结，控制江面，掌握码头，对船工船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②决议在
地方上的具体实践，为下一步渔区“诉苦会”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在当时的惠安渔区存在着“渔霸”、船主和船(渔)工 3 类群体，而这一阶段渔业民主改革的首要
任务是打击“渔霸”。船主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压迫渔民行为，但他们的情节较轻，又长期和渔民们
共同参与海上作业，因此暂时被视作可以团结的对象。改革工作队在到达渔区(村)之后，针对渔村
流传“工作队来对船主不利，连房子也不给住”③的谣言，并没有立即召开“诉苦会”，而是先进行个
别访问和召开小型的漫谈会，以了解情况，宣传政策。与此同时，对船工进行阶级教育，说明不合理
的剥削;对船主则讲明政策，强调中共的方针是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打消他们的顾虑，建立了统一
战线。
紧接着，中共召开了乡干部和渔民代表会议，具体分工，开展“反霸”斗争，宣传、搜集相关材料，
尤其是渔霸对渔民的剥削材料。在渔汛到来之际，绝大多数渔民都不得不向由渔霸控制的渔行进
行借贷，用于修补船(网)具和购买海上作业期间的船上补给，作为佣金，渔行会抽取渔货量的 5%至
8%，即所谓内仲(重)。此外，在经营链条上，渔行还负责替渔民联系鱼贩。很多时候鱼贩也缺乏现
款，故渔行还得为他们先行垫付，事后再抽成 3%，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外仲(重)。此时，渔霸、鱼贩
之间就开始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将这笔钱(外仲)摊在渔民头上。比如“插鹄”(称钟加铅)法，即每
担加重 10 斤给鱼贩;又如“压重”法，每担压 10 斤左右计算;还如“压价”法，鱼价随跌不随涨，如头
批每斤 2000 元，二批涨至 3500 元照 2000 元算价，总之花样繁多，因此资方对于劳方的剥削往往高
达 10%④，而且在进行交易的同时，渔行还会直接向渔民索取一部分优质渔获留做家用，或者美其名
曰“敬神”。除此以外，由于惠安渔民传统的“纶钓”技艺传统，冬汛之际还需要备足一定的饵料，如
果向(渔)行家购买，往往价贵一二倍，还需抽仲 3%，一旦不能出海，原重寄卖，价压低又失重(如 30
斤失 6 斤左右) ，再抽仲(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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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诉苦会”的前夕，工作队又将有意愿参加斗争的苦主集中起来，进行最后动员，提出“有
仇不报，枉成人，父仇不报，非孝子”的口号①，支持他们大胆发言，当场就有渔民张宝法脱去上衣，指
着身上被刀刺的伤痕，怒斥渔霸，引起多位苦主的愤怒和控诉。经过几天酝酿，愈来愈多的基层渔
民要求加入到斗争热潮中，举行公开审判大会。诉苦会当天，据统计现场有大约 2100 多名群众，周
边渔区港墘和崇武的苦主们也纷纷赶来参加进行诉苦。船工张怣奎说:“恶霸张瓦水，有你的毒手
也，没你的毒心，害死我父亲那样惨”，拿出照片给群众看，要求政府枪决他……渔民“肚生嫂”则哭
诉说:“恶霸张天送，不但强占我土地，五年中毒打我七次”②，顿时台下群众情绪激动，高呼:“坚决向
恶霸讨还血债，有冤伸冤，有苦诉苦，有仇报仇”，随即“诉苦会”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工作组的同
志们在接受群众的要求和上级批准之后，宣布判处“渔霸”张瓦水死刑，并押出就地枪决，其他“渔
霸”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判决，渔民们由此欢欣鼓舞。
此后，中共于 1951 年下半年召开全体船工大会，完成了对“渔协会”的改组。中共中央此前就
明确提出，要求沿海渔民应根据打鱼(渔)区域，以一个港口为中心划分渔民县、渔民区，设立专管机
构，归一个专署或行署管辖。这些渔民行政区，主要管水上，但为便于渔民安全腌鱼及买卖，应划出
一定码头归其管辖③。其次，政治上必须推翻旧时的“公所”、“渔会”、“渔栈”以及渔霸霸占的“水面
权”等，建立自己的渔民协会、渔工会或参加海员工会、食品工会等，生产上要在私有基础与自愿互
利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组④。为了减轻中间商的剥削、推销渔获，还必须有步骤增加渔业合作社的
数量。惠安渔区的“渔协会”原本成立于 1950 年的 4 月份，当时会员仅有 140 人，存在着干部作风不
好、不受群众认可的问题，工作难以开展。次年 2 月中共曾尝试改组，但效果并不理想。诉苦大会举
行期间，相关工作组提出“团结有力量，组织起来有保障，好人当家，家富强，歹人当家，家就糟”作为
选举干部的号召。经两天酝酿，用举手表决、群众通过、领导批准的方式，选出了代表 98 人(男 59，
女 39)。进行选乡干部时，也同样先做调查酝酿，提出候选人，召开代表会，民主投票，选出主席委员
等 21 人，实现了对惠安渔区的实际领导。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虽然取得了跨越式的成绩，但问题仍然存在，敌对分子仍伺机而动，不久后
中共破获了特务分子张国馨(已枪毙)、李志怀、詹宝元(判徒刑)的案件。从整个区域来看，组织基
本上已经纯净化，而渔民的成分还是比较复杂，还有渔民出海生产与台湾方面接触紧密。中共需要
进一步采取措施，让渔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甚至期望他们能
在海面瞭望敌特活动，来回报给政府⑤。
三、逐步调整和引导传统劳资关系
第一届渔业会议指出:“目前在整个渔业中群众性的渔业生产占很大比重，因此我们的工作(民
主改革)重点，必须是大力组织渔民生产，提高渔民生产积极性，依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适应调整劳
资关系，而劳资两利又必须服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目的”⑥，调整和引导传统的渔业劳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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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进一步说明，“船主(船的所有者)与船工的关系和地主与农民的关
系有原则的区别。一般的说是劳资关系、劳资争议应由劳资协商来处理，必要时才用政府调解的方
式”①，显然中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渔业生产进行区别化、特殊化于农业其他部门进行改造和对待。
实际上，传统渔业生产中的劳资问题，涉及到两组生产关系的调适:其一，为我们一般意义上理
解的劳资双方，即资金链条与生产链条的利益博弈，具体体现在渔霸和渔民之间，前文中已经作了
部分阐述;其二，则表现为生产者内部的劳资分配问题，即船主和船(渔)工的收益配比。如果说“渔
霸”对渔民的“剥削”更多地体现在账面上的话，那么船主对船(渔)工的压迫则相对较为隐性，但程
度实际上丝毫不亚于前者。一艘渔船上的经济关系，按照“船份”分配，合一艘船统共为 24 份额，除
船只本身作为 6 份外，余 18 份份额，给雇佣和船工按技术好坏分配，技术不好的船工得不上 1 份
(0. 3 或 0. 4 份) ，但船主的亲人，技术坏也得 1 份。下表系当时 1 份劳资清单:
职别 人数 份额 合计
舵手(船主兼) 1 1． 2 1． 2
副舵手 1 1． 1 1． 1
船工(伙计) 15 1． 0 15
看船 4 0． 1 0． 4
漆雇(漆和厨) 3 0． 1 0． 3
小计 24 18
当然，作为台面上的账目，这样的“船份”分配似乎还不离谱。但通过翻阅当时渔村调研报告可
以了解到，实际上还普遍存在着一份约定俗成的“暗账”②，而船主正是通过这些所谓的“暗账”对渔
民们进行剥削，具体包括:第一，修整船具，除船身和帆外，钓网、线、竹排、食具共 4 个方面，往往多报
价或以新货价让所有人共同负担，借人家用坏赔偿钱归船主，本季船具不管用过或无损坏，下季为
新货买来让船工负担，剩下公共的柴米油盐也被船主拿去不算进账目;第二，“合得”(每百斤抽 5
斤)和“担头”(每百斤抽 1 斤至 2 斤)的船主剥削;第三，账目不公开，渔季结束后，数月不算账，拖延
不给日常用品和膳食费，择全季中最高的物价算账;第四，船工生病克扣工资，如遇船只沉没，船工
全季无所得;第五，被海匪抢劫，船工要负责赔偿，船工东西被劫则自己吃亏，海上拾遗物为船主独
占，还要给搬运送家;第六，捕捞到“沙翅”(鲨鱼翅和鱼尾) ，船主抽 5%，其余所有人共分，有时船主
还会整副拿去卖，所得收益不分船工。
中共提出，对于渔业资本家(包括一部分渔霸与大部分船主) ，不能彻底打死，而是要通过积极
改造，逐渐帮助其转业，废除封建性的剥削③。具体举措包括:规定鱼(渔)行佣金不得高于三分，额
外剥削一律禁止;吸收一部分有才干者为鱼市场经售员，逐步转为职员;协助他们转为水产运销商
或加工厂商。上述中央的政策面向当时全国所有的渔区，可以说基本上考虑到了各地渔业生产的
主要矛盾。然而，在区域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如何在中共中央的精神指导
下，根据实际状况对渔业进行民主改革成为各个渔区所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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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正处在恢复时期，发展生产至关重要，而渔汛又有着严苛的时间限制，所以惠安沿海的渔
行利用渔民必须向其贷款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渔业贷款还未能立刻施行) ，故意
拒绝贷款，而此时渔贩也乘机出来反对渔行针对他们的三分外重(仲或佣) ，为此渔行方面坚持拒
绝，争执不下，拖延时间，由于汛期迫在眉睫，渔民开始彷徨失措。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惠安渔区
抓住时机，召集渔民代表和渔行代表到银行讨论，鼓励渔行尽量发放贷款。同时在渔民中开展思想
工作，让他们暂时降低要求。渔民代表也表示尊重渔行的合理利润，双方决定取消买空卖空的中间
剥削———鱼贩，组织自运自销。经过这一措施，惠安渔业经济才开始稳定下来。但不久，渔行却又
转变了斗争方式，把 30 多家(渔行)合为 3 家，以合法取得利润为借口，继续拒绝贷款给渔民。为此
渔区政府一面解释协调，一面通知有渔民欠款的渔行，鼓励他们尽量贷给、帮助渔民以发展生产，否
则地方政府将通过强制行政手段，默许这些渔民到期无须向渔行还款，因怕收不回前款，渔行才开
始放贷，渔民暂时度过了危机①。
此外，渔船主由于从事一部分的渔业生产，往往会博得渔民们的好感，而使渔民放松对其的警
惕。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船主们在渔协会还未发动、刚在酝酿的渔汛期间就主动提出，在不动本的
原则下可以作四六分(船主四伙计六) ，或五五分，引起一些水手的奇怪和欢欣，一度取得了主动，令
渔民们在揭发时有所顾忌，加大了工作的难度②。而 1950 年渔业协会成立(未改组之前)之后，渔船
主开始又多方抵赖，提出加大开支，企图增加“船份”。船工则认为开支虽大，是双方负担的，应减少
船份;船主提出船份 7，船工提出 5 份;船主又提出折中办法 6 份，被船工所拒绝，经多次争论，最后
船工提出 5 份半，渔船主仍不接受，后(船工)提出要透明算账，渔船主才勉强答应③。
要根本性地解决渔船上的经济分配问题，按照当时的实际条件，只有通过生产互助组的方式，
才能较好地加以落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普遍有以下 3 种方式:“各倒包”，就是合伙生产，各带工
具，各打各得;“集体生产，按股分红”，是将生产工具和劳动力都折成股，渔获物按股分，多打多分，
少打少分;“大互助、总算账”，将工具、资金、劳力、加工、运销等都算成股份，一个或两个渔季一分红
等组织形式。这对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是有利的，且可逐步走向集体互利的生产方向④。与大部分
东海渔区基层渔业社区的选择一样，惠安地区大体上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也因此在进入集体化时代
之前，较好地推动了以劳资关系改造为中心的民主改革。
四、余 论
建国伊始，国家权力在进入到东南沿海的渔业社区时，曾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压力，如何在短时
间内处理好复杂的社会关系，迅速对原本难以管控的区域建立起新的领导，同时又不耽误社会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是 20 世纪 50 年代沿海渔业民主改革的首要任务。显然，中共对惠安沿海渔区民主
改革，较好地兼顾了这两个重要议题。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这仅是中共对沿海渔业组织及社
会进行管理的第一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生的政权将面对更多的困境与实际难题必将会进一
步地进行探究。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福建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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